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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風險治理典範之芻議
摘要

新興科研與各種跨界的環境、食物、疫病威脅構成了綿密互動的全球化風險，因此，嚴厲的挑戰既存之國家風險治理模式與能耐。尤其，在上半個四分之一世紀傳統技術官僚偏重的專家政治與專業諮詢委員會之決策，以及其權威、中心式的風險評估與溝通模式，由於無法因應日趨複雜的科研生產或跨界風險的治理需求，面臨轉舷易轍。特別是，當面對這些複雜、多元、分散、涉及科技安全之外之健康、社會、倫理風險爭議，由於需要社會高度的接受與信任基礎，治理與評估模式則需發展更多元化、多層次化的專業審查，同時，納入更多社會感知與觀點，並進行民主決策程序。因此，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分析與討論國際上新興風險治理典範的發展趨勢，並批判性的反思在地社會長期以來之隱匿風險結構與決策文化，建構性的思考我國未來風險治理的發展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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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全球化科技、環境、食物、疫病風險
二十世紀末全球社會快速發展造成巨大的變遷與轉型，知識與資訊生產範型的革命在九Ｏ年代末透過資訊化經濟帶動了全球化的發展，而人員、物品、傳播、資訊在這個架構下繁複地交換與傳散，並快速的流通到世界各地。然而，除了工業文明進入到新的演化階段，全球化同時帶來幾個面向的挑戰，一方面隨著新興科技的突破，帶來了全球性的衝擊與發展，例如基因、奈米、光電科技帶來對醫療、健康、物種、生態的直接變革衝擊；另一方面，環境污染、傳染疫病或食物，無論是傳統或透過現代科技所構成的，如全球暖化、禽流感、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或狂牛症、「環境荷爾蒙」（POPs）、基因改造食品風險，透過全球化的流通運動，也迅速的擴散、波及到世界各地。而這兩個類型事件所構成的威脅與風險，不僅僅只產生在科學爭議的面向上，並且同樣共時性的引發權利、倫理、社會（階級、性別、種族、弱勢）的爭議。亦即，這些事件所引發的爭議或威脅，本身具有高度的跨越疆界、跨領域的風險性質（跨界風險），同時在繁複的交換、流通中，透過全球網絡節點的相互回應與反匱，構成全球化風險運動（周桂田，2003）
。
這些新興且透過全球化綿密互動、發展所造成的科技、環境、食物、疫病風險之治理，已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課題與挑戰。我們看到這些跨界的全球化風險，基本上分別屬於傳統型態或透過現代科技所造成的問題，但其成因又有著相互交叉的屬性。以各個風險事件來看，跨國環境污染、全球暖化、環境荷爾蒙、禽流感、SARS等雖然屬於傳統型態的工業汙染或疫病傳染，但與現代科技又有著不可分的密切關係，例如跨國環境污染、全球暖化或環境荷爾蒙表面上是工業污染所造成的，但實質上與現代科技（工業）的調控大有相關；禽流感、SARS直接是傳統疫病傳染的擴散風險，但當人類為了防止禽流感或SARS而發展或注射相關的疫苗、國家實施科技監控措施，也都和現代科技環環相扣
。另一方面，基因、奈米或資訊科技則直接侵入傳統的生活領域，並構成全球性的問題，例如奈米產品、基因改造產品或有機體，透過各國綿密的交換流通，對人體健康產生不可知的風險，尤其對其生態或物種的侵害也屬於全球化傳散風險的範疇；基因醫療（包括基因治療、篩檢與檢測）將直接衝擊傳統健康領域，而基因或醫療資料的電子化，將資料外洩的風險暴露在全球化的快速流通網絡之下。
而這些與現代科技環環相扣的各種全球化跨界風險，另一個重要的挑戰是對於既存倫理與社會之價值與利益衝擊，人們被逼去反省與面對這些科技所造成之不可預測、不可知的未來變革後果，尤其其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因此，這些由現代科技所共生演化的全球化風險之治理需要社會本身在面對轉型與變革的價值基礎，也就是說，面對這些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的跨界風險，由於其經常具有判斷上的兩難，也是在決策與治理上如果沒有社會充分的反省、溝通與發展共識，將失去其正當性。
同時，在現代科技中所直接或間接造成的這些全球化跨界風險，其中一部份最重要的是各國在激烈科研競爭下所產生出的問題。尤其，從以資訊化經濟開展而來的全球競爭，在二Ｏ世紀末進一步的延伸到基因、奈米與光電科技，而且在競爭的範疇下最重要的即是透過創新與研發利用的轉化，而構成「創造性破壞」的經濟競爭優勢。然而，如前所述，此創造性破壞過程牽涉的不只是經濟的領域，並且共時性的產生對於倫理、價值與社會的衝擊。因此，可以說，現代科技發展最初階段之創新、研發應用，將直接影響其對未來社會的變革內涵，值得我們在此討論其與風險治理的關係。
貳、科技創新研發
透過知識與資訊的利用、創新研發為一九七Ｏ年「後工業社會」的重要表徵，尤其以溝通科技基礎建設所帶動的資訊經濟發展，形成愈來愈綿密的競爭、互動、流通的全球網絡運動（Castells, 1996）。而在這個脈絡下，科學與技術作為創新研發重要的關鍵樞紐，就面臨了更緊密的全球化競爭（Stein, 2002; Gibbons, 1994）。因此，自一九九Ｏ年代起，世界各國政府莫不戮力規劃與發展作為國家競爭與利益象徵的科技政策，以期待在全球的科學與技術之研發競爭中取得對世界經濟的競爭優勢，甚至是領先式的科技主導地位。而新興工業國家也不落人於後，企圖以後進、學習的姿態找出有利於其國家利基的科技工業政策，來「追趕」（catch-up）全球科技工業的發展（ibid.）。
然而，全球激烈的科技競爭及工業政策面臨了風險與信任的挑戰。不但創新、研發與新興科技帶來法制性、制度性的變革，同時也帶來對社會及倫理價值上的衝擊與轉變，而產生科技與社會之間的共生演化嚴重的落差（Nowotny, 2001）
。因此，鑑於科學技術發展源自於社會之基礎支持、創造、投入、轉化與信任，近年來各國政府莫不投入相關努力，以檢討該國科技與社會之價值衝突，並發展風險治理制度之建構，而能迎合區域與國際的競爭發展。而隨著各種批判聲浪的興起，包括從一九七Ｏ年代開始的 “small is beautiful”（Schumacher, 1989）到一九九Ｏ年之後的永續發展呼聲，越來越多人期待新的發展典範的轉換，特別關注期許國家能夠從不斷強調科研競爭、創新、唯經濟成長主導的“technological regime”轉化為永續生存、發展的regime（Smith, 2003）。事實上，雖然「國家競爭力」、「國家創新優勢」等此種相當注重經濟與科研競爭的口號喧囂雲端，表面上帶來國家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新角色，即以國家為創新優勢發展經濟體的科技決策模式，但是在全球愈來愈多的新社會不平等、生態災難與倫理不確定性風險威脅下，正受到相當嚴厲的挑戰。也就是說，一方面國家的治理角色面臨調整，無法再以傳統上技術官僚專家政治科技與經濟績效為滿足（Gottweis, 1998），而必須轉換或增強科技風險治理的能耐；另一方面，但由於面臨跨界、全球化的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風險威脅，此種專業權威、中心式的決策模式產生了嚴重的治理的困境，因為其無法再以單一的、科學主導式的治理來因應，而在決策與治理內涵上需涵蓋多元專業的、社會審議的實質程序與溝通，方足以具有正當性基礎。由於面臨公眾對相關決策品質信任的危機，又同時面臨複雜、跨界風險問題治理的挑戰，傳統技術官僚專家政治（technocracy）受到了兩個層次上的質疑，一方面在國家層級上，技術官僚專家政治被批判缺乏民主決策之正當性（Irwin, 1995; Fischer, 1990; Jasanoff, 1990），另一方面在全球的層級上，同時又被檢視是否具有全球風險治理之能耐。
在這個脈絡下，世界各國在科技政策中所強調的創新研發也面臨了瓶頸，傳統技術官僚規劃主導的科技研發與創新，往往強調線性式的經濟工業成長關係，而此創新系統模式往往強調市場與效率取向，尤其是全球的競爭優勢。然而，這種單面向的、線性的發展，在面對敏感性高科技的風險問題挑戰下，受到了相當強烈的質疑，連帶的國家科技政策的正當性也被重新檢討。在這個發展趨勢下，全球逐步產生風險治理的呼聲，並以歐盟為變革的龍頭。自「第六期科研架構」（The Sixth Framework Programme）開始，歐盟科技創新系統被要求走向更多的民主治理程序，以「公眾涉入與參與」（public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來審查國家科技政策中的創新所帶來的風險問題（Gonçalves, 2005），而目前，新展開的第七期科研架構中，這部分所牽涉的科學與社會間的民主程序也延續性的受到重視。亦即，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為各國所重視創新與研發政策，無法再以便宜行事、利益與效率取向的發展邏輯來推動，而無視於科技所帶來的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上重大的風險衝擊。換個角度而言，在推動這些科技（尤其是敏感性、與爭議性新興科技）的同時，其不再是工業社會下線性式演化的副產品（Beck, 1986），風險相對的是與這些科技的發展「共生演化」（co-evolution），伴隨著這些新興科技而衍生不同面向、不同程度的社會、倫理及科學等不確定性問題（Gibbons, 1994）。
尤其，在當代社會中，知識所涵蓋的創新與研發之生產越來越不是一個獨立的行為，或單純的社會分工現象，其所涉及的是越來越繁複的、領域重疊的、問題交叉的各種挑戰，包括我們前述的健康、生態、倫理、社會之網絡化、全球化風險挑戰。事實上，在以知識與資訊為基礎的全球經濟進展中，尤其在一九九Ｏ年代末，生產模式已經種單純的、單一學科的、同質性的、以大學或科研單位為中心式的體制，變革為複雜應用的、跨學科的、異質性的、多元中心及網絡式的發展（Gibbons, 1994）。亦即，從生產體制所帶動的知識、專業多元網絡發展，影響的不僅僅是相當活絡、異質及具有高度創造力的現代經濟社會，同時在生活面向上也帶來混雜的、多元的、寬廣空間的行動機會與價值選擇。而這個發展不僅僅是根據線性經濟理性思維所產生的現代社會樣態（Max Weber），而更進一步的，在結構的層次上，產生了全球性的、多元性的風險社會；在個人的層次上，產生了自我選擇、自我承擔、自我面對的風險個人化問題（Beck, 1986）。特別是，此種生產模式本質上將問題的範疇從經濟的領域同時性的延伸到健康、生態、倫理、社會的複雜風險，而產生的跨領域的、跨專業的、並且是全球化的風險威脅與挑戰。而這些無論是從傳統型的或現代新科技直接或間接所產生的問題，在這種新型態的生產模式演化下，終究必須回歸國家的治理。雖然，「全球化治理」（global governance）之聲響徹雲霄，但畢竟仍然必須回歸到國家間或跨國間的合作，才能尋求面對這些快速的、網絡式的、複雜性的全球化風險挑戰之解決策略。

也就是說，面對這些繁複的生產體制與風險現象，在治理首上首要能夠提出管理這些社會擴散式的知識生產（managing socially distributed knowledge）（Nowotny, Scott & Gibbons, 2001）的能耐
，因此，不僅僅是政府，同時社會也必須共同承擔此種快速性的發展挑戰，因為在這些問題上面政府的治理能耐與正當性，需要社會共同的監督與支持，特別是涉及多元的倫理或社會價值、社會公平性的選擇。可以說，在全球化的競爭與知識生產問題的多元複雜發展下，需要新的風險治理典範來因應，然而，傳統政府治理的有限性，以及其過去在決策過程中缺乏社會參與及監督的連結，而傾向單一權威式的、中心式的決策思維模式，往往無法跟上上述提出的複雜的、網絡迅速擴散的、價值高度衝突的全球化風險。因此，下面我們將回歸到對政府治理決策的檢討，並且提出新興的風險治理典範之發展。
参、技術官僚之政策決策與專家政治
一九七Ｏ年代以來由於科學事務的複雜性遞增及社會管制快速擴張，美國政府設立許多新的行政官署（agencies），這個發展延續自一九四Ｏ年代「新政」（New Deal）時期大量科層技術人員進入政府體制，面對愈來愈多元複雜的事務，技術官僚透過專業治理而掌控國家機器，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Bell, 2001）
。尤其，針對各種日益增加之工業污染、醫療或科技爭議，在風險行政及決策上，技術官僚必須在保護社會大眾健康、環境風險的考量和經濟與社會成本間作衡量，而這本身相當具挑戰性，因為這些價值與利益相互衝突、並同時涉及不同的「利益相關人」（stakeholder），其具備高度複雜與多元的敏感問題。因此，對於技術官僚要如何進行決策、如何衡量並未有精確的標準可遵循，而決策需要受到包括公眾在內之多元利益之檢驗與監督。在這個脈絡下，為避免公眾的挑戰並增加決策基礎的正當性，政府部門採用科學諮詢委員會的模式，透過科學專家的專業評估與諮詢，來發展以科學為審慎判斷基礎的標準（Jasanoff, 1990）
，並且透過科學知識的「中立性」想像，來排除各種政治、社會多元複雜利益與價值的挑戰，而能宣稱政策決策具有高度的科學性與客觀性。這樣的發展成為了當代政府部門面對複雜科技與風險事務重要的管制模式與文化，並透過制度性的設置（如各部門專家諮詢委員會）來保障此決策程序。
然而，由於面臨科學事務經常面臨解釋上的不確定性，再加上規範與價值上的衝突，科學專業所能提供的往往是有限的證據範圍，而科學理性也因為解釋不確定而無法再清晰宣稱其客觀依據。但相對的，在一定的決策壓力與時效之之下，行政技術官僚通常為了取得各勢力的方妥協或折衝，經常作出結合科學與政治的決策（Jasanoff, 1990）。一方面能繼續辯稱決策基礎乃基於科學理性而具有絕對的效力，另一方面能迎合特定的政策或政治目的（Rutgers & Mentzel, 1999; Hoppe, 1999）。事實上，這樣的的決策思維與邏輯面臨了「科學性」的檢驗，首先，在科學評估的層次上，由於科學事務在評估的過程中往往涉及不同的價值或評估假設，因此，所謂依據嚴格科學標準或準則評估出之參數或證據，是根據一套假設範圍或一定的價值取捨而形成，因此，以所謂嚴格科學理性為名所宣稱的專家知識之客觀性，往往是在一定的價值框架中所發展出來（Wynne, 1980; Beck, 1986; Yearly, 1996; Schwarz & Thompson, 1990），不論此框架是鑲嵌在主流的科學典範上或社會價值上。前者在科學發展過程中，是可以被否證（falsify）（Karl Popper）或典範革命（Thomas Kuhn），而後者是隨不同政治、社會價值變遷衝突、變遷而改變。其次，在決策的層次上，由於科學專業或評估為一定價值框架選取的過程，同時技術官僚往往也綜合各種利益與價值進行判斷（風險管理者最愛提倡的模式），因此，科技或風險決策事實上已經染上這兩個雙重價值層次的影響，在認識論上已無法全然宣稱其科學的、或決策的客觀效力。因此，政策的決策一旦稍有偏失，隨時面臨正當性的挑戰。
雖然，在日益複雜的風險管制與事務上，運用專家知識來提供政策決策基礎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特色（Conrad, 1980），然而，在科技決策過程中所進行的風險評估中，經常發現為了迎合政策上目的，專家知識往往在有限的框架上而被操弄（O’Brien, 2000）。其原因在於，一方面，雖然，風險評估宣稱結合專業與專家知識，但由於其僅處理在科學專業上能夠評估的項目與內容，因而排除了不確定或不熟悉的模糊地帶，另一方面風險評估又經常以政策目的為導向，其往往明顯影響後來評估的結果或內容。因此，這種操弄風險評估專業或評估結果（參數）引發相當的批評。這其中除了科學事實與價值相互影響的過程在決策中被掩蓋之外(本文所主張的第一層次)，也包括了技術官僚依據政策目的或特定利益、價值所操弄或選擇性的利用科學專家知識來達成其決策目的（本文所主張的第二層次）。因此，鑑於風險的不確定性評估高度的涉入了不同層次的價值取捨，依據Beck所主張的風險定義問題（definition problem）之爭奪，科學風險評估的框架與內容也需要重新定義與設計，而這部分則成為目前技術官僚與公眾爭奪的領域
。
事實上，除了有限科學理性之專家知識應用在風險評估與科技決策上被檢討之外，制度上技術官僚所賴以為重之科學咨詢委員會也成為科技民主挑戰的對象。科學或專家諮詢委員會一向以專業、科學導向為主，而在科技或風險決策上被設定為政策判斷的重要參考基礎，因此，當面對越來越繁複的健康、醫療、生態或公共衛生等風險事務，各種諮詢或審查委員會則需要大量的納入專業人員，但仍然以科學專業為主。但此種專業諮詢或審查機制由於經常嚴重地缺乏透明性與參與性，引發了專家政治壟斷的問題，不但被批評為「隱性層級」（hidden hierarchies）的統治（Irwin, 1995; Fischer, 1990; Jasanoff, 1990）
，或被嚴重批判為現代的法西斯專業統治（Fischer, 1989）。也由於在各種爭議風險事件的決策過程中，在許多風險政策經驗中表現失當，而造成在公眾對政府治理能力信任的滑落（Löfstedt, 2002）。因此，朝向強化民主與參與的風險治理典範，已經逐漸成為重要的檢討方向
。
科學諮詢制度也成為新興工業國家決策的參考模式，同樣的，技術官僚為了因應繁複的科技與環境事務，大量的引進科學專家進入體制協助提供專業與決策判斷。然而，由於這些國家特殊的政治、歷史或文化背景，使得以專家知識為條件的科學諮詢制度產生之威權的性質更甚於西方工業國家。因此，我們要問的是，正發生在西方社會之風險治理典範遞移的現象如何產生在具有威權決策模式、高度菁英統治及強烈經濟發展驅力的新興工業化社會中。
肆、實證主義之鐵的牢籠
一九七Ｏ年代各國環境惡化導致生態運動的興起，生態環境運動論述成為當時社會主流的論述（master discourse）（Eder, 1995）而受到各界重視。然而，愈來愈多的的科技、健康、生態、食物、疫病風險透過全球化流動直接威脅人類的生命健康，在這個脈絡下，自一九九Ｏ年代末，風險爭議及相應的風險論述典範成為另一波社會運動的焦點，並逐步發展為新興的主流論述（Chou, 1999）。重要的是，這一波主流的風險論述事實上是鑲嵌於在地社會之管制制度、風險文化與政治結構，所產生對全球化風險的治理與對抗。因此，一方面端視國際上相關治理制度與模式的發展，另一方面則依恃於國家的作為、公民社會的監督與批判能耐。透過這多重的途徑來進行對不同跨界風險的治理。
傳統上，世界各國過去多以科學技術官僚來主導的風險決策，然而，面對問題日益複雜的科技、生態、食品、疫病風險所造成跨界的、全球快速流動的生態、健康風險，或同時面臨決策困境、但又急迫的社會與倫理判斷兩難，原先的決策機制與價值產生了正當性的問題。最直接的是，技術官僚往往由於單一的學科訓練背景，在進行對科技、健康、生態、食品與疫病傳染的風險評估與管理上，習於強調以實証的科學證據為決策之唯一與重要的參考依據。因此，在以科學取向下的風險決策觀念下，則認為科技的評估基本上應依據「科學事實」來進行客觀的、中立的判斷，而摒除其他「非科學」的因素。在這個價值下，風險決策則宣稱判斷的效力建立在科學理性的基礎之上，不容挑戰，並宣稱排除社會價值或政治干預（Wynne, 1980; Rutgers & Mentzel, 1999）。然而，此種科學宣稱不但被視為是專業壟斷神話（Lyotard,1984），同時以科學之名掩蓋決策上的政治介入，也經常被批評與挑戰。事實上，由於經歷了許多風險事件決策失當的衝擊，例如英國政府對狂牛症風險的處置、義大利Seveso事件等，這一套以實証主義為基礎的科學風險評估觀點，雖然長期以來成為世界各國技術官僚專家政治科技決策的主流典範，但其正當性受到相當強烈的挑戰（Ravetz, 1999）。
可以說，傳統技術官僚處理各種生態或工業污染事件大部分習於以實証的、科學理性的方式來評估與進行。然而，面對各種風險不確定性的災難威脅所涉及高度的政治、社會爭議及判斷價值上的複雜程度，風險決策事實上無法僅依據單一的、科學的數據來進行，並且，往往科學評估上也因為上述的價值爭議與複雜性，而在評估的模糊地帶必須採取某一立場。就後者而言，在這種脈絡下，「科學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science）的情況無法避免（Hoppe, 1999），亦即，單就科學風險評估部分，就實質上會面臨因評估地帶的模糊或不確定性，而需要選擇性的採取某一價值立場而進行判斷。更何況，在總體的風險決策上面對的不僅僅是科學評估結果或數據。換句話說，科技風險決策面對的是多元、複雜政治社會價值衝突、選擇之正當性挑戰。
事實上，一方面除了技術官僚傳統上習於以實證風險評估來處理各種跨界風險問題，而面臨效力的挑戰，另一方面，此種治理模式及決策產生的品質與有限性的正當性，使得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江河日下，特別是這些攸關人民健康的風險事件，及涉及知情同意及價值爭議的問題。在這個脈絡下，風險治理典範面臨轉弦易轍的挑戰。針對當代風險與科學管制，Beck在狹隘實證科學理性的觀點下，訂定各種（毒物）科學管制標準有事實上的恣意性，亦即，對相關不確定的威脅設定一定程度「可接受的」風險值，而認定公眾每日承受「一些些」毒物為可容忍範圍，而卻無法解釋日益複雜的各種健康（致癌）問題（Beck, 1986, 1993; 周桂田，2005）。針對此，Beck強調「反身性科學」（reflexive science）及 「反身性政治」（reflexive politics）（ibid.）兩個實踐策略，前者主張應脫離狹隘實證科學理性，發展批判性的、多元性的與社會性的風險決策，而科學評估則不再侷限於單一的科學判準或有限的解釋；因此，這個部分則反映在反身性政治上，後者強調公眾應積極投入科技決策的，發展多元的、納入社會價值的決策程序，透過公眾參與來進行學習與決定風險爭議問題。
同樣的，Ravetz（1991）所提出的「後常態科學」和上述論點有異曲同工之妙。後常態科學主要強調科技風險不確定性的風險決策需要脫離傳統實證主義範疇，擴大納入多元、多層次的專業、社會及倫理價值來審查，方能強化決策的責任性，並因此在參與過程中增加公眾承載與決定科技對未來社會的衝擊與發展方向。進一步而言，針對近年來全球新興科技、食品、疫病傳染的快速發展所帶來各種逾越疆界、領域之風險衝擊或災難威脅，「後常態科學」（post-normal science）認為（Healy, 1999; Luks, 1999; Marchi & Ravetz, 1999; Ravetz, 2002），傳統習於權威式的、中心式的技術官僚治理模式已無法因應科技災難與風險之社會衝擊，而實証性的科學風險評估典範更是捉襟見肘。因此，重構一個新的治理典範與價值，是回應與肯認各種當代不確定性風險的重要步驟。
伍、歐盟新興風險治理典範
鑑於無論是全球的科技與食品風險，或競爭性科研、創新所帶的倫理與社會風險議題，支持里斯本（Lisbon）策略性目標—於西元二Ｏ一Ｏ年使歐盟變成世界上最具競爭力之互助知識經濟體的前提下，歐盟展開一系列的治理策略，針對這些問題進行制度性、價值性與社會性的建構討論。歐盟執委會於二ＯＯＯ年開始於著手研究改進歐盟治理相關問題，並設立治理研究室，提出「歐盟治理白皮書」（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1）
，其中探討未來有關歐洲發展的相關議題，尤其針對科學與社會的對應關係提出一系列的思考，一方面強化了女性在於科學研究中的參與角色
，另一方面則處理在科技風險社會下，如何積極的發展公民精神，強化社會參與科學決策之治理與發展
。在這個脈絡下，「科學與社會行動綱領」進一步提出了發展科學與社會新的合作關係（towards a new partnership），尤其，歐洲研究委員會設定三個未來發展的重點：一、提倡歐洲的科學教育與文化；二、更親民的科學政策；三、發展具有責任性的科學為決策的核心。在第一個範疇下，針對大眾對於科學的認知問題進行科學資訊宣傳、歐洲科學週、與公民對話論壇等活動或制度性平台。在更親民的科學政策範疇中，強化相關公民團體對於科學政策決策的參與，包括「相關利益者」（stakeholder）、公民團體、與科學社群對於創新研發科技或科技風險的參與討論。同時，並發展制度性的網絡與平台來監督與創制科學中的性別平等問題。而在發展責任性的科學之決策上，特別針對新興科學與科技所構成的倫理與風險，強調相關資訊更易取得、歐洲公眾與世界其他地區（包含國際倫理準則）之倫理對話，特別是建構風險治理機制來維持與創造科學與社會相互信任的關係
。

可以說，歐盟風險治理的作法體認到前述後常態科學所指出的，傳統技術官僚權威式的、中心式的科技決策已無法體察與因應風險衝擊後之社會快速變動與困境，而實証性的科學風險評估模式更加無法面對開放性的、不確定性的各種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風險衝擊。因此相對的，發展去中心化的、更透明化的、多元領域的、多元層次的與開放性的風險評估與科技決策程序變得相當重要（Gerold & Liberatore, 2001; Renn and Graham, 2005）。在Science and Society Action Plan（EUROPA, 2002）歐盟確認了風險治理包括risk identification, risk assessment, risk evaluation,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communication。其中針對風險事件涉及科學不確定性的領域，區分了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的策略，一方面發展獨立、透明的風險評估以作為認定風險的科學基礎；另一方面就風險事件在科學不確定性時，開始重視風險溝通與公眾參與作為風險管理的指導方針。
同時，在科技與食品風險治理方面，執委會下之科學與社會處在2001年公布了「對專業的民主化與建立科學的審查參考系統」報告（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democratising expertise and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reference systems”）（Gerold & Liberatore, 2001），檢討了過去傳統風險管理與風險評估的問題。針對新的風險治理典範的要求，歐盟進一步提出了四個民主程序作為科技決策重要參考的原則，包括：一、Accountability，指政府與科學家在進行科學決策時應注重到社會責任；二、Accessibility,指在進行科學決策時應注意到stakeholder參與路徑的開放性與控制；三、Transparency 指在進行科學決策時應注重決策過程的透明性以及資訊公開，確保stakeholder知的權利；四、Participation, 指科技決策應擴大公眾或社會團體參與，以增加風險治理的正當性（ibid; Chou, 2005a）。其主要的兩大目標在於：一、如何發展及使用專業以改善政策決策品質；二、以確保公眾的信任（ibid.: 1）。也就是說，針對各種爭議性的科學不確定性與風險，應當強化專業知識之民主治理（democratic governance）關係，來挽回歐盟公民對政府治理日益下滑的信心與信任。
因此，將專業知識民主化（democratizing expertise）成為這一波新興風險治理重要的批判與檢討對象（劉華美、周桂田，2006）。其指出，科技決策過程中專業知識的壟斷與權威化經常造成風險決策的困境，一方面缺乏多元、透明的決策程序，一方面往往嚴重忽略、掌握與理解社會風險感知與價值，而造成社會高度的不信任。特別是，歷經自一九九Ｏ年代以來在歐盟境內所產生的狂牛症風險、基因改造食品風險；化學聚氯乙烯風險、相關醫藥產品風險及相關的就業政策問題，引發了社會高度的爭議與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使得歐盟及各國政府必須重視日益下滑的治理正當性。
在這個脈絡下，擴大科學審查社群（extended peer communities）成了民主化專業知識重要的實踐原則
。擴大並多元化科學審查社群的作法，事實上採取了後常態科學的重要觀點，即對於科技風險不確定性的問題肯認多元的科學專業、不同的社會價值取捨與公眾風險感知之多樣性，而在風險決策上發展「納入」（inclusion）多元性、多層次性、多樣性之治理典範。根據這個原則，風險評估應以多樣性的專業內涵（diversity of expertise）、透過跨學科不同領域的專業來進行審慎的調查。同時，在這個基礎下才能夠發展多元性的評估並提供不同觀點的解釋，在眾多的知識監督下或提出相異的立場與見解，而能夠達到「及早預警」（early warning）的效果。因此，在這個專業民主化、多樣化、審查社群擴大化的脈絡下，歐盟治理白皮書（European Commission, 2001）指出，參與風險評估的對象包括學術界、風險承擔者、公民社會等（ibid.: ii），其中最為突破的是其主張評估與審查所根據的不只是科學的觀點，也同時應當包括政策、社會、經濟、性別、環境、法律、文化等面向的觀點（ibid.: 22）。配合此新穎的風險評估視野，白皮書中具體指出在科學審查專業社群的擴大面向上，專家部分應包括官方的專家、工業界的專家、持批判與不同見解的專家（against-expert）等不同立場的者；並且，在專業領域部份，評估應包括多元的專業領域，並進行多層次的參與（ibid.; Gerold & Liberatore, 2001）
。
在這個具有創造性的風險評估架構下，可以分幾個層次來分析。首先，打破傳統上壟斷式的、單一學科式的風險評估，而進行跨學科的、跨領域的科學風險評估。這個步驟事實上能夠消除傳統科學風險評估的黑箱作業、或為迎合政策目的的詬病。尤其其次，在專業民主化的原則下，審查委員機制必須容納多元立場的專家，特別是持批判與不同見解的專家與代表社會運動團體立場的專家；在這個多元、開放的審查監督網絡下，能夠提出不同的聲音與反省。第三，風險評估不僅僅是限制在科學的觀點也包括政治、社會、或倫理上的評估，代表一旦這些領域正式進入風險評估的範疇中，其將產生對「風險認定」（identification of risk）的不同解釋，甚至牽動風險評估的方法、準則或內涵。例如，一般在進行毒物暴露評估或工作過勞評估時，通常是以男性為計算基準，而嚴重地忽略女性必須額外承擔家戶或其他相關工作所得的的暴露量；也就是說，一旦加入了性別議題，將牽動科學風險評估的方法或準則。事實上，這個部份的發展還有待革命性的突破
。第四，現實上目前可以看到些微進步的作法是，對於同一個科技風險事件，同時區分進行科學風險評估與社會經濟風險評估。前者仍然以科學專業為主進行評估，後者則發展經濟效益的「成本利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以及社會倫理上的價值與風險評估，這部分在實踐上牽涉到了風險溝通、風險民主中的聽証、公民會議、焦點團體等程序。南韓自二ΟΟ六年開始執行奈米科技風險評估是相當好的觀察例子
。
另外，歐盟治理白皮書中也特別在專業的民主化與擴大審查社群觀點中提到了「常民知識」（lay knowledge）與「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參與風險評估的重要性。除了專家的多元化與多層次審查外，公眾或相關公民團體由於長期關懷某一風險議題而發展出準科學知識之見解，或者公眾以本身的經驗或智慧累積而成的在地知識，往往能夠提供或突破狹隘科學風險評估的視野，因此，這兩個部份的參與監督更形重要（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ii）。相關研究顯示，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往往能提供科學風險評估外相當關鍵的價值、或專業見解，而發展出不同的評估解釋
。這個部份對於科學風險評估的突破與挑戰，如前所述當其成為社會、倫理、性別介入風險評估的一部分，將影響與改變進行風險評估時對風險的定義、內涵與方法。在實務上，可以將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代表者納入專業審查的擴大社群一員，直接參與科學風險評估。
雖然這個挑戰仍然值得期待，但以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而提出不同的風險評估的案例與解釋，越來越多。事實上，在過去風險評估上，因為以科學理性為唯一基礎，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經常不被視為具有專業意義，但隨著風險的不確定性與日遽增，風險評估面對必須以不同社會（族群、性別、階級）或倫理的價值為評估基礎，因此，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變成相當重要的一環。在這個面向下，其除了可能進一步發展對科學風險評估的挑戰之外，在社會或倫理風險評估上，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也將嵌入政治、經濟、社會、性別、法律、文化，變成人們必須要參酌與考量的對象。就這個面向在實務上，常民知識或在地知識將成為多元的、多層次的社會倫理風險評估代表者之一員，提出其倫理或價值觀點。
陸、IRGC風險治理典範

針對日益複雜的科技不確定性衝擊及風險決策面臨的困境，由瑞士政府支持成立的「國際風險治理協會」（IRGC International Risk Governance Council）（Renn and Graham, 2005）繼歐盟之後於二ΟΟ五年進一步提出更有系統的治理模式與典範。同樣的，IRGC也注重科技及風險決策中的專業民主化問題，並且也認知到風險治理必須放在較廣泛的脈絡下來進行思考，因此，相對於傳統上只區分「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與「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的思維模式，IRGC進一步的將科技不確定性的問題範疇進行分類分析，而提出不同知識性與制度性的解決策略與架構。
IRGC強調風險治理包含：一、治理的社會脈絡：在處理風險時不同行動者的結構、相互作用所產生的不同風險感知與社會關注之影響；風險決策與規範過程中社會與政治層面的影響、組織與制度的能耐、政治的文化都將影響風險決策的結果與品質；二、在進行風險決策時相關的風險知識、不同價值的參與及納入：對於科技不確定性之風險定義與框架（framework）將受到風險的事實、社會文化的面向、利益相關者之參與而相互影響，進一步的產生應當如何進行風險治理的過程元素與知識基礎（Renn, 2005: 11-12）。也就是說，風險治理與決策，如同貝克（Beck, 2000）所指出的，同時是「實在論」（realism）與「建構論」（constructism），一方面發生在既有的風險事實上，另一方面也發生在由個人、社會所延伸出的風險感知、倫理或價值判斷上，而產生混合的形貌。
IRGC所提出風險治理的框架，包括「先前的評估」（pre-assessment）、「風險評估」、「總體的風險衡估」（risk appraisal）、「風險管理」與「風險溝通」，同時也重視「風險感知」（risk perception）（Renn, 2005: 12-15）。先前評估主要在於掌握風險議題的多樣性及不同行動團體對風險認定的不同，而提出風險的「框架」（framing）以有助於問題的解決。尤其，如何界定風險的範圍與框架，將影響人們看待與解決問題的方式，例如，過去在進行基因改造產品風險評估與決策時，往往只集中於界定科學的安全性，而忽略了倫理與社會的觀點或感知之考量（人類是否可以改變自然；植入動物基因對於宗教信仰的感知衝突；消費者的接受安全性感知等），由於欠缺將後者視為（社會）風險評估的範疇，引發了各國公眾程度不一的不信任或反彈。事實上，風險的界定或定義，本身將受到除了科學觀點之外的政治、社會脈絡而發展，也由於關係到風險的評估與決策，故風險內涵或範疇的訂定也是某種程度的政治協調或衝突過程（Beck, 1986）。因此，在這個階段評估與認定風險的範圍相當重要，其不但牽涉到不同學科對於風險的認定，也將影響到緊接下來的風險評估方法或程序。其次，在風險評估的面向上，則較為傳統的集中在科學的証據之評估與判斷，例如依據「國際化學安全綱領」（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Chemical Safety）與WHO的指導原則，風險評估包括三個核心內容：一、對危險的定義及判斷；二、暴露與受傷的評估；三、基於前述兩者做出風險的判斷、可能性與嚴重程度，並且透過統計資料的方式由專家或決策者對於或然率進行評估（Renn, 2005: 27）。這個階段相當傾向科學風險評估，但如我們上一節所提到的，社會倫理或性別觀點將可能影響風險評估的範圍與方法。
總體的風險衡估包括了：一、對人類健康與環境的科學性評估；二、相關的社會關懷及經濟評估（Renn, 2005: 34）。前者由自然科學家透過專業進行對生理或環境傷害的評估與說明；後者則由社會科學家或經濟學家分別探討在心理、社會、制度、文化與經濟衝擊的面向，是否產生風險的「社會強化」問題（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尤其，這些多元面向、多元行動所產生的政治、社會或制度性脈絡因素，將往往影響整體風險治理與決策的最後決定。換句話說，在社會所產生的風險感知也將成為治理中重要的影響因素。風險管理則根據上述這些步驟（科學性的風險評估與社會性的風險評估資訊）來發展決策與選擇。一般而言，風險管理者致力於規避風險、降低風險、移轉風險、以尋求安全的保持。同時，風險管理必須提出或面對三種可能的結果：無法容忍的狀況、可以容忍的狀況、可以接受的狀況，來進行決策的分析與判斷，並進一步提出解決或管理的策略（Renn, 2005: 40）。

風險溝通則貫穿所有上述處理風險的各種程序，不只是使得所有利益相關人及公民社會團體理解風險的管理與決策方式及結果，同時也達到有效的告知、平衡事實知識與關係到個人關懷、利益、資源與信仰的不同面向。有效的風險溝通能夠培養容忍衝突的觀點，提供解決的基礎及信任制度性的工很具評估，同時，不僅達到利益相關人及公民社會團體之溝通與理解，也可以使得風險評估者、管理者、科學家、政策決定者等專家能夠掌握與了解外界的聲音或關懷的價值。（ibid.: 41）。因此，風險溝通是相當重要的工作，其並非等到管制者進行完風險評估與決策，產生了某個定向的結論才開始企圖說服、說明與教育公眾，此種工具性的態度事實上在各種案例中往往是種下衝突或不信任的根源
。相反的，風險溝通因為其涵蓋處理了掌握社會、倫理面向上的多元感知與不同見解，將影響前述管制上對風險內涵與框架的界定，因此，風險溝通必須從一開始就進入總體風險衡估的程序，而無論從風險框架的界定、風險評估的過程、風險決策的民主程序到最後的風險管制內涵，都是相互伴隨、參照的重要步驟。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風險治理在運作上為一個統整的策略，風險溝通與風險的認定、評估、決策，都變成整體的一環，並循環式的影響每個步驟（Gerrard et al., 1998; Chou, 2005a）。
進一步的，針對上述風險治理所涵蓋的各種程序，IRGC相當系統性的將科技不確定性的問題範疇進行分類分析，而提出在不同階段（風險評估、總體風險衡估、風險管理）所面對的判斷風險之知識難題。首先，在總體風險衡估的程序上，決策者將面對如何評價風險與將風險特質化的知識問題，因為當其要描繪出可以忍受、不可以忍受、可以接受與不可以接受的界線時，必須面臨利用不同知識來源而做出的判斷。然而，這並非相當容易，尤其當科學解釋上出現模糊或不確定的地帶，或社會規範上有著多元、相異的價值取捨時，往往使得決策者要訂出可忍受或可接受的界線相當的兩難。在這個問題脈絡下，我們將面對三個知識性的難題（Renn, 2005: 37-39）：一、解釋上的模擬兩可：因為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使得專家在於對風險事件的成因解釋無法精確地確定，往往呈現模糊或模擬兩可的說法，因此，想要達成一致性的共識具有一定程度的困難性；二、規範上的模擬兩可：相關的科學風險證據相當清楚，但對於何者已被視為可容忍或可接受的基礎價值上發生爭議，因為在多元價值衝突的狀態下，不同利益相關者有著不同的價值判斷。例如吸煙就是最好的例子；三、解釋及規範上的模擬兩可：當科學証據及價值都具有爭議性，對於風險管理者如可提出合適的決策具有相當的挑戰性，以全球氣候變遷為例，造成溫室效應的成因有一定性的爭議，同時，各國政府因為工業發展的利益，對於履行相關氣候規範公約有不同程度的考量。美國由於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量佔全球四分之一強，因此拒絕簽署與京都議定書即使一例。
而這三個知識性難題，對於進行下一步的風險評估也帶來同樣的考驗，一般而言，（科學）風險評估是針對事件所產生的暴露或傷害提出一定的科學證據判斷，但科學家在進行風險評估時也同時面對單純的風險問題（simple risk problem）、複雜的風險問題（complex risk problem）、不確定性的風險問題（uncertain risk problem）等三種考驗。前兩者在進行評估與証據判斷時尚可以觀察到一定的因果連結或複雜關連，因此在於發展或風險評估的結果比較有跡可循；而後者因風險不確定性牽涉到前述科學解釋及價值規範上的模擬兩可，使得進行風險評估之証據與專業價值判斷有著高度的困難性（ibid: 41）。

而這些問題直接發生在風險管理的階段上，也形成相當大的挑戰。尤其當風險管理者要畫出忍受、不可以忍受、可以接受與不可以接受的界線時，將來遇到上述的四個綜合的知識難題類型：一、單純的風險問題：即潛在的負面結果很明顯，價值取向無可爭議，持續的不確定性程度很低，例如車禍、已知的事物或健康風險、規律重覆出現的天然災害；二、複雜的風險問題：主要是和科學異議相關，解決此種複雜的評估在於獲得完整且平衡的風險評估，包括進行多元的知識與專業的評估，使得決策具有開放性的評估資訊，方有助於達成其管理決策上的正當性；三、由於高度未解決的不確定性而帶來的風險問題：對於複合與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由於科學上的模糊性與未知程度相當高，因此對於風險的評估與管理決策，僅能允許透過有限的失誤來學習，以規避風險並尋求安全上的維護，在這個意義下，預防性原則之策略適用於此；四、基於解釋或規範的模擬兩可帶來的風險：一方面由於科學上的不確定性，另一方面由於不同的科學風險評估或不同的風險承擔者知識背景或價值取向的差異，對於風險的資訊解釋有著不同，或者何者需要先於保護或減少、或優先順序有不同的意見。因此，風險管理者如何滿足這些相互衝突的觀點是一大挑戰（ibid.: 44-47）。

同時，在這四個風險管理面對的範疇中，利益相關者如何納入其風險決策程序進行參與並且提出不同的價值論述，也有相映之不同問題。首先，針對單純的風險問題，在合作策略上，由於風險單純而確定，因此可以透過直接影響利益相關者的「工具性論述」（instrumental discourse）來使得行動參與者彼此能夠清晰的合作，解決風險問題。亦即，透過特定目的或解釋的論述觀點，提供行動參與者判斷與合作的基礎，以解決眼前明確而單純的風險問題。其次，針對複雜的風險問題，由於處理風險的複雜性需要判準的透明度，並納入不同的知識基礎進行評估，因此採取「認識論論述」（epistemological discourse），藉由不同的科學陣營專家、不同知識承載者的參與，可以引發不同認知觀點的呈現，並提出解決認知上的衝突。其目的最終在達成透過多元的認識來發展風險評估與管理決策，通常，在這部分採取「德菲爾法」（Delphi）、「團體德菲爾法」（Group Delphi）或「共識工作坊」（consensus workshop）的方式來進行（ibid.: 51-52）。第三，針對高度不確定性風險問題，由於人們處在未知或高度不確定性的狀態下要進行判斷相當兩難，因此需要透過集體的反省過程，以發展「反省性的論述」（reflective discourse）與相關的觀點，來共同決定何種安全程度是足夠的，或者何種程度的不確定性與忽略是人們可以接受的、並用以交換某些利益的。最後，對於高度模稜兩可的風險問題，由於科學解釋與價值上的衝突，使得對於這類型的風險評估與管理決策之兩難程度更高，因此，需要發展「參與式的論述」（participatory discourse）來尋求多元面向的共識並著重風險與收益的比較，以及平衡正反雙方的意見。在這個架構下，審議過程中的citizen juries, citizen panel, 「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 ombudsperson），「市民監督委員會」（citizen advisory commissions）且相關類似的參與具都受到歡迎。
 總體而言，風險治理面臨了新的挑戰與要求，尤其在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各種新型的科技風險遍及不同的領域，造成高度的生態、健康、社會與倫理衝擊。而這些發展往往逾越了傳統單一領域或專業之技術官僚或科學專家能力所可以解決，又由於其涉及了簡單、複雜、高度解釋與規範的不確定性，因此，為確保治理與決策的品質與正當性，則需發展不同程度公眾或利益相關者之涉入與參與（stakeholder involvement and participation），使得整個風險治理的決策能耐擴及開放性的社會基礎，而更加民主化、透明化與多元化，讓社會公眾做為學習、承受與判斷科技發展與風險衝擊的最後基礎。
柒、風險文化批判：全球在地化風險治理

上述所提出的各種不同進行風險治理典範，基本上是針對近年來世界各國所面對的各種全球化風險治理與決策之總體檢討，並提出新興而重要的發展方向；而實際上地執行必須端視各國在地社會特殊的政治、社會衝突文化，與由之形成的管制文化、決策結構與風險文化問題。亦即，風險的形成雖然受到全球(化)普遍現象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隨著當地社會不同的方而政治、社會、決策或制度脈絡而產生不同的管制樣貌、風險定義與內涵（Beck, 1986; Slovic, 2001; Renn and Graham, 2005; Kasperson and Kasperson, 2005）。以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
（Robertson, 1992; Appadurai, 1998），每個社會與制度背後獨特的管制形態與運作邏輯，其乃深植於該社會文化、事件與歷史傳統，而形塑出當地的政治與治理模式。因此，有意義的是如何去探討不同社會間之全球在地化風險治理與文化問題。
從這個邏輯來說，我們就面對了一個關鍵，亦即，在地社會的科技決策、風險治理模式、stakeholder參與機制以及政治與衝突文化就成為分析全球在地化風險治理重要的觀察點。同時，可以進一步了解的是，依據何種事件脈絡或衝突歷史而演變出在地化的風險治理結構與問題
。
針對前一個問題，由於事實上不同管制政體因其歷史社會因素而產生相異的管制政治或風險文化，而影響該國的風險治理決策與品質，因此，這部分地討論就事實上必須配合不同在地社會的政治與風險爭議事件的發展情形。但普遍上而言，我們初步可以區分為由IRGC（Renn and Graham, 2005）提出的四種模式，首先為「論辯方式「」」（adversarial approach），這種政府管制模式與文化，習於在制度上透過公開對立的論辯方式來進行對於風險事件的討論與決策。這種方式使得不同的社會與政治的影響力在政策的場域中相互角力，行動參與者必須提出不同的科學證據或價值以維護其立場，並且，決策者如果在科學證據或知識上不夠充足的話，往往會受到社會團體的嚴厲挑戰（Renn and Graham, 2005: 55）。現實上，美國的管制決策模式接近於此，政府部門間或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往往對於相同的風險事件有著敵對的見解與立場。例如美國「環保署」（EPA）針對「空污潔淨法」（Clean Air Act）的修訂，在內部的不同專家諮詢委員會間產生了高度的專業見解衝突；「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相類似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特別是當官方專家諮詢委員會所進行的風險評估決策，往往受到民間消費者團體或企業的質疑挑戰，或進行訴訟，而維持或推翻原先管制模式（Jasanoff, 1990）。
其次為「信託方式」（fiduciary approach），在這種模式下決策過程是由一群將普遍利益作為指引方針的「守護者」（patrons）決定。公眾可以提供他們的意見給這些守護著，大不被允許參與政策的陳述或協商。這種決策過程仰賴權限中所建立的信任以及守護者的公正性，但在這個政治脈絡下公民個人的責任分散、並顯現式微的象徵，同時，風險溝通變成啟蒙、教育的單面向行為（Renn and Graham, 2005: 56）。事實上，這個分類筆者認為比較接近於威權技術官僚之風險決策與治理模式，透過專家政治的行使認為可以替社會公眾制定出善意良好的政策。通常，這個模式除了發生在民主國家之外，經常發生在曾經以威權統治的新興民主政體之國家，如台灣或南韓。
第三為「合意方式」（consensual approach），此種模式是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緊密的、閉門協商的治理決策過程，社會團體與科學家在此相互合作以達成既定目標，其假設行動者能保證其行動是基於公眾最佳利益，並且已經納入於考慮公眾相關的意見。因此，風險溝通實在有限的過程中進行（ibid.: 56）。最後是「統合方式」（corporatist approach），這種模式與合意方式相類似但更正式化，亦即，眾所皆知的專家被邀入決策團體之中作為社會勢力的主要代表，而決策是透過這些不同社會團體代表的協商產生。例如工會代表、教會代表、職業團體代表、社會運動團體代表及科學團體代表，加入由政府組成的風險決策協商並決定決策方向。在這個方式下，風險溝通主要是提供能夠讓公眾獲得一種合理請求的印象，事實上也相當有限（ibid.: 56）。而第三種與第四種模式，筆者認為通常比較接近於具有統合主義決策文化的北歐各國或德國，各方代表能夠具體展現與維護其團體利益。
事實上，這四種初步的分類將端視各國社會與政治脈絡而有不同的混合，由於涉及各國相當複雜的風險事件與分析，以下我們將只簡短的以臺灣作為在地社會風險管制文化的分析對象。
無論是在科技決策模式或風險治理與文化系統上，台灣作為後進、科技學習追趕之新興工業國家，所衍生出的風險治理的問題與結構有相當的特殊性。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下來看，一方面，國家內部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科學或科技工業的發展，長期就受到先進工業國家的支配與影響，而呈現不斷跳躍追趕、快速學習的關係。然而，由於工業化時間的歷史壓縮及全球化科研與經濟競爭的因素，使得這些社會無論在制度、科學文化或社會批判理性層次上受到經濟競爭邏輯相當嚴重地擠壓，而呈現失衡的情形（周桂田，2002）。另一方面，在過去冷戰威權政體結構下，中央官僚集權式的領導，輔以壓制公民社會的模式，使得科技決策者長期享有指導者與執(行者的權力，毫不受到社會的挑戰。也就是在此歷史脈絡下，技術官僚淋漓盡致的發揮了「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之新興民主政體角色，長期以來主導科技工業的決策、規劃與執行，雖然在一九九Ο年代逐步轉型為輔助者角色（Evans, 1995; Hsu, 2002），但其決策的權威模式與文化仍然相當濃厚。但是，當在全球各國政府目前逐漸轉向治理全球化科技風險之趨勢，過去承襲威權發展政體的國家事實上並無法順利的調整其角色，而成為民主轉型中被批判與檢討的對象。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發展下，國家被期待發揮風險治理之能耐，帶領社會迎向全球各種複雜、跨界風險的挑戰。然而，相當弔詭的，由於過去威權、發展政體的治理典範與經驗，現實上卻產生了整體社會「系統性的落差」（systemic gaps），一方面既存的威權治理模式造成了忽略風險的治理文化，無論是國家或社會，另一方面威權技術官僚之決策模式仍然支配相關的科技決策與治理，而後者之治理能耐、透明度、開放性與多元性相當的不足，嚴重造成了循環式的、遲滯、隱匿風險的狀態，而為前述新興治理典範重要的考察與批判的對象（Renn and Graham, 2005）。根據周桂田（2000, 2002, 2004, 2006; Chou 2005a, 2007）近來對於在地社會各項風險事件的經驗研究分析，顯示在既存國家治理模式下，台灣社會先前隱匿、遲滯風險的文化持續的相當的時間，尤其從早期的食物風險到近期的基因改造食品風險爭議，此種失衡的風險文化結構的有著前述之內在成因；但這樣的現象，自2005年以來由於相關的食品、健康與資訊風險的爭議，已經逐漸產生鬆動的現象，各種戴奧辛污染食物風險、健保IC卡、按捺指紋資料庫與「台灣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資訊風險爭議，已逐漸提昇社會的風險意識覺醒，並實質上展開社會的監督與批判。換句話說，在社會部門的面向上已經逐步產生了風險治理典範遞移的要求。然而，經驗研究顯示，國家是造成過去在地社會隱匿、遲滯風險的重要因素，尤其其相關科技與風險決策、風險溝通機制缺乏透明性與多元性，以及技術官僚威權的專家統治模式，是其制度性的與結構性的「創造」在地社會風險文化的「基礎」。同時，在歷經近年新興的科技與風險爭議，雖然社會部門開始強力要求治理典範的遞移，但習於威權專業、技術官僚統治之治理模式與文化仍鮮少改變
。對應前述透明性、參與性與多元性之組織治理能耐的強化，此種決策與管制文化卻帶來相對脆弱性的治理信任與正當性問題
。
捌、結論

無論是從科技創新與突破，或從跨境的環境污染、傳染疫病或食物污染所帶來的全球化風險，由於其帶來不可預測、不可計算與充滿不確定性之「無意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Beck, 1986），因此在此高度巨變與轉型的階段，這些發展需要社會理性、倫理或價值的重新審議，並透過各種科技風險事件之衝突與學習，共生演化的尋求（對未來社會的）共識。因此，在這個脈絡下，本文主要指出傳統以狹隘科學理性或實証主義式的風險評估，事實上已經無法因應與解決現今人類所面臨的各項跨界、跨科技、跨領域的全球化風險，尤其，當這些風險直接的衝擊與挑戰既存的社會價值與倫理體系，其外溢的難題並非狹窄的科學評估所可以掌握。一方面由於科研競爭與創新在全球經濟體系的激烈競爭下不斷被鼓勵，但這些涉及人類權利與生命倫理的資訊、基因或奈米科技，雖然帶動部份人類行動領域便利的發展，但卻逼迫人們必須面對權利侵害、改變既存的生命倫理價值與社會的公平正義體系；同時，另一方面，除了科技工業高度成長失控帶來了全球暖化與環境惡化，而衍生越來越烈的全球疫病傳染或跨境的環境荷爾蒙對健康與食物的污染之外，創新科技同時也造成了人類健康環境的風險（如奈米產品所造成的毒物事出）或食品的風險（動物施打成長激素或基因改造食品）。也就是說，這些現實上日益繁複的、牽涉科技應用與發展的傳統或新興的全球化風險，皆與既存的政經利益或發展意識形態緊緊纏繞，因此，若要尋求解決這些複雜風險的出路，一個由下而上的、透過民主程序的新興風險治理典範則必須不斷地往前推進。

根據這個原則，由後常態科學所進一步提出的歐盟與IRGC之風險治理典範，特別強調透明性、管道性、多元性與參與性的治理模式。尤其，本文所提到的專業民主化與擴大審查社群討論，對於當人們面對不同類型的風險難題進行選擇與決策時，提供了程序上的正義與社會理性審議的基礎。一般而言，人們將面對單純的風險問題、複雜的風險問題、高度未解決的不確定性而帶來的風險、基於解釋或規範模糊而帶來的風險兩難，而上述提及的全球化風險則剛好混雜在這後三項的風險難題，因此，社會審議的空間相當的大。由於這些緊急的、不確定的、價值與判斷兩難的跨界風險之治理與決策，需要社會支持的正當性基礎，傳統上技術官僚部門透過專家諮詢委員會進行閉門決策的模式，逐漸缺乏效力與信任。在這個脈絡下，納入倫理與社會價值的評估領域，發展民主的、多元的、多層次的風險評估，並透過公眾參與式的風險溝通與審議來進行治理與決策，在目前變得相當的迫切需要。

除了普遍性的針對全球化風險治理典範提出檢討之外，本文同時也對世界各國不同的管制模式或風險文化提出反省。特別是，本文分析新興工業化國家由於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由過去歷史所模塑的威權決策模式，仍然受到相當的親采。即使近年來受到全球化風險事件之難題考驗，在地社會也頻頻提出挑戰要求發展新的風險治理，但行政部門中的技術官僚仍然相當樂於以狹隘的、實証主義的科學觀，佐以黑箱式的專家諮詢委員機制來進行治理與決策；然而，此種由上而下的、專家政治的決策過程與品質受到社會相當激烈地批評，其社會信任的正當性基礎也普遍下降。因此，本文指出，我們必須謹慎的審視新興工業化國家特殊的風險文化與管制模式，尤其是反省在一個以技術官僚威權決策、隱匿並遲滯風險的社會中，如何在制度上實踐並推動專業民主化與擴大審查社群等新興的風險治理典範。也就是說，在現行的管制模式與結構中，此種類似於信託方式的、由上而下威權式的治理文化，往往可能在面對處理各種複雜的、科學解釋模糊、社會價值與規範兩難的各種風險，變得相當粗糙且便宜行事。而相對於學者所提出對於西方工業社會面對風險的脆弱（Bijker, 2006），作者認為，端視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全球在地化風險治理結構與問題，將面對更形脆弱的、更加累積了延宕爆發的雙重風險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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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berations on new risk governance paradigm

Abstract
New technological R&D and all kinds of transboundary environmental, food and disease threats form interconnected globalizational risks. Therefore, state risk governance models and capabilities are under severe challenge. In particul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raditional technocrats tended to rely on the decision-making of professional advisory committees and authoritative risk assessment and communication models. Since they lacked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to deal with more complicated transboundary technological R&D and risks, the policies they made are considered unreliable and changeable. More, while facing health, social and ethical risk disputes which are complex, diversified, distributed and involve technological safety, high social acceptance and social trust, are even more significant. Governance and assessment models should be more diversified, as should multi-layer professional reviews. Meanwhile, social perception and opin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hould also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policy-mak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rend of a new risk governance paradigm, to critically reflect the long-term hidden and delayed risk structure and policy-making culture of Taiwanese local society, and to structurally deliberat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aiwan’s risk governance. 

Keywords: technological R&D, transboundary risk, globalizational risk, risk governance, hidden risk, policy-making culture, democratic procedure, EU, IRGC.
















� 事實上，各國工業激烈的競爭與污染的擴散、或新舊類型的疫病傳染擴散，在全球快速的交換、流通與傳散上，導致風險類型與內涵不只停留在該地社會，並也透過全球化運動，構成全球化運動下的風險。Beck（1999）所強調的「世界風險社會」（world risk society）或Giddens（2002）「風險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risk）效應雖然掌握了這些問題的描述性特徵，但如果我們進一步的分析，顯然這些問題本身就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架構下形成，或透過全球翻覆的網絡節點迅速的交換流通過程中，隨時動態的形成全球化風險。這部分詳細的討論請參見周桂田（2003）。


� 當SARS爆發之時，也有人檢討當時美國炭岨熱事件為生物細菌武器研發的外洩可能性，然而，一旦此種現代生物科技武器外洩或失控所造成全球快速散播，其後果將不堪想像。


� 例如基因革命所涉及的科學風險遠比工業時代來的高，舉凡基因組定序、基因剪接、細胞融合、複製技術、基因改造有機體釋放到自然界等，無論在研究與應用上皆面臨了科學高度「複雜性」（complex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問題；而在社會風險上所影響的層次更遠遠的超過工業時代，直接的衝擊到全球、在地（國家、族群、性別）與個人的生存與生活領域。也因此，在基因文明化的最初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基因科學革命所牽涉風險的高度不確定性爭議（所有有關科學安全、人類健康安全、商業、道德、宗教與生態永續等爭議），反映了基因革命不能再視為是科學內部的發展問題，而應將其拉到整體系統的發展層次，討論科學與社會的關係。也就是說，基因革命到底在何種社會系統機制下造福人類？亦或宰制人類？讓我們簡單的來看（基因）科學與社會間所涉及之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問題。在科學的不確定性上，由人類基因組圖譜研究所延伸出的基因治療與篩檢（胚胎治療、篩檢及體細胞治療及篩檢）、體細胞複製、生物製藥等，仍屬在研究階段，並且部份的人體或動物試驗有極高的技術爭議（以剛宣佈人類基因組之定序工作就有採用「誰」的基因爭議），因此，目前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破解僅是基因革命的一小步驟，有極大的領域需要科學界的努力。但特別在此最初階段，科學（界）卻已面臨的系統挑戰所產生的高度不確定性難題，尤其是經濟利益的介入與操控基因科學的發展。


� 舉例而言，在過去國家只需針對特定大學或科研單位進行管制，則可以收其成效；而在當代，全球商業化競爭下，不同跨國公司或小型實驗室發展出多中心的、複雜專業、應用科學整合的研發產品，使得國家面臨了繁複科研與生產體制之變革挑戰，因此，國家管制的機構、組織、策略與能耐需要不斷的更新學習與調整。同時，由於這些新興的科研產品或風險事件，涉及多樣性的風險衝擊，因此，在專業爭議上，管制科學（regulatory science）面臨了組織與專業間衝突的調和（Jasanoff, 1990）；在社會、倫理風險上，管制科學則必須發展決策的民主程序，以增加社會對政策的接受度與信任基礎。


� 新政大量擴張知識技術官僚進入政府部門，也啟動的了學科訓練背景、專業理性的思維作為公共治理的重要發展，這部分可參閱Bell在後工業社會來臨一書中對於資訊與知識技術的討論，尤其透過統計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一九四四年政府科層部門大量的擴張，成為美國公共行政史上重要的發端點。


� Jasanoff（1990）指出專家或科學諮詢委員會變成當代政府治理上重要的「第五部門」（The fifth branch），作為政府面對複雜科技、風險事務重要的決策諮詢機制。


� 這部分的討論也可參見Hoppe（1999）相關的見解。


� 傳統科學技術官僚的決策典範切割事實與價值的做法，已經沒有辦法處理越來越多科學不確定性的風險衝擊。特別是，許多科學事務的發展與評估，往往繫於社會價值與脈絡的條件與因素，而產生循環式的影響。


� 近年來，世界各國技術官僚在相關科技政策與風險政策上已經嚐到公眾不信任的苦果，因此增加決策過程的透明性、建構公眾參與決策模式、區分科學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已成為重要的趨勢（Marchi & Ravetz, 1999; Löfstedt, 2002）。尤其針對全球新興科技的快速發展所帶來各種逾越疆界、領域之風險衝擊或災難威脅。


� Brussels, 25.7.2001, COM (2001) 428 final. 25.07.2001.� HYPERLINK "http://europa.eu.int/comm/governance/govenance_eu/white_paper_en.htm" ��http://europa.eu.int/comm/governance/govenance_eu/white_paper_en.htm�，最後訪查日期為二ＯＯ五年一月十一日。


� EUROPA: “Women and science” � HYPERLINK "http://ec.europa.eu/research/science-society/page_en.cfm?id=3197" ��http://ec.europa.eu/research/science-society/page_en.cfm?id=3197�


�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citizen in Europ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0) ; Science and Society Action Plan (EUROPA, 2002).


� 在這個目標下，歐盟進一步發展TRUSTNET的方案，其標的為分析危險活動之影響性度、效度、科學與規範之合法性，以及發展更有連貫性、範圍更廣泛的、更公正的風險評估及管理方法。經由對有關環境、能源與工業之敏感性議題廣泛的研習，TRUSTNET提供了科技風險之社會管理觀點，透過此一非正式網絡提昇歐洲的政策訂定者、學界專家及利益相關者之對話與互動。


� European Commission 之Science and Governance, Science and Society, European Research Area （2001）公布”Report of the working group “democratizing expertise and establishing scientific reference systems”。ICRG（2005）也持相同見解。


� 本報告屬於「科學與社會處科學與治理研究室」所提出的「擴大與豐富歐洲事務的公眾辯論之治理白皮書工作領域之一」（White Paper on Governance Work area 1: Broadening and enriching the public debate on European matters）（(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 事實上，對風險的認定與爭議是風險社會中最為關鍵性的問題，尤其在狹隘的科學理性範疇下，往往排除相關重要的評估單位（Beck, 1986）。而上述所提到的由社會科學或科技與社會的角度介入科學風險評估方法，基本上仍須要相當的累積與突破才有可能革命性的發展「開放性的」科學風險評估。初步的討論可參見林宜平（2006）從性別觀點反省流行病學上以男性為主的科學風險評估準則與方法上的問題。


� Refer to Korean Institute of S&T Evaluation and Planning website � HYPERLINK "http://www.kistep.re.kr/index.jsp" ��http://www.kistep.re.kr/index.jsp�.


� 請參見（劉華美/周桂田，2006）的分析：「這個部分最著名的是在對核子雲降雨對當地生態的污染研究中，Wynne（1996）提出了自然科學家依據其狹隘的科學理性訓練所進行風險評估所產生的偏誤，尚不及當地農夫所長期累積的生產經驗與知識。針對後者，他提出風險評估應包含納入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公眾對於相關問題的評估事實上是立基於透過長期生活經驗所累積的知識內涵，而這些在地的、傳統的知識內涵或生活技術，往往是科學理論在其普遍化的架設架構與抽象方法的變異考量中所忽略的或疏忽的。因此，風險評估的進行，包括風險的定義、風險評估的範圍、風險評估的領域及方法，都無法僅以單一自然科學領域來進行。」。


� 風險的社會強化產生在該社會脈絡中人們理解、感知風險的過程，包括高估風險的威脅，或低估風險的產生，相關討論可參見Kasperson & Kasperson（2005）。


� 在台灣相關的經驗研究觀察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此種先下決策結論、再企圖說服公眾的科技決策，例如一九九八年發生的國民卡或隨後在二００一年發生的健保IC卡政策，產生了決策者與相關利益團體（人權團體、病友團體）的對立與衝突，引發了社會高度的關注。


� 這裏可以討論的幾個基本命題為：一、全球化風險形成的特性及不同風險特性中所具有的全球與在地關係；二、在地社會的政治、制度、衝突文化特殊的關係脈絡將如何形塑全球在地化風險；三、如何觀察這種全球化與在地化風險過程中互為辯證、影響的發展過程。


� 事實上，我們前面已經提出了歐盟、IRGC或聯合國相關的風險治理模式，在某個程度上其兼具全球普遍性的治理指標與該地區的治理樣態，但實質上而言，我們仍然需要進一步的深入探討不同國家或社會脈絡所產生的治理結構與文化，來觀察其對全球化風險（治理）的影響。


� 由於這部份的討論涉及了各種新興科技風險爭議細膩的經驗分析，包括從基因改造食品風險到戴奧辛污染食物風險、健保IC卡、按捺指紋資料庫與Taiwan Biobank資訊等風險，因此，本文在此僅能進行總體、輪廓式的討論，主要是要從全球在地化的風險範例對應於前述新興的風險治理典範，並發展對於管制或決策風險文化的反省。


� 直接的証據除了參考前述各項研究之外，請參閱周桂田（2006）「制度性毀壞風險溝通與信任」針對各項風險事件所進行的全國性抽樣調查結果，該文發表於中研院二００六年『台灣基因意向之調查與研究』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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